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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殖民医学以及作为其延续的当代全球卫生治理,留下的作为遗产的知识架构表现为自上而下

的疾病根除法、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狭义效果评价、对卫生问题背后结构性要素的忽略等。二战后农

业援助的兴起,全球卫生治理主体向营养和农业领域的挺进,农业转基因研发机构与当代全球卫生治理

在组织结构上的趋同以及指导农业转基因研发的议程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覆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农业

转基因遵循这一知识架构干预全球卫生问题的技术风潮。但该知识架构所存在的诸种局限,使得农业转

基因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疏离生活世界中的既存秩序和真实需求。因此,全球卫生治理质量的提升有赖

于对架构本身及其所根植于的“全球科学”的反思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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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knowledge
 

framework
 

left
 

by
 

western
 

colonial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s
 

its
 

continuation
 

has
 

been
 

manifested
 

as
 

a
 

top-down
 

approach
 

to
 

disease
 

eradication,
 

the
 

narrowly
 

defined
 

effect
 

evaluation
 

based
 

on
 

cost-benefit
 

principles,
 

and
 

the
 

neglect
 

to
 

structural
 

elements
 

behind
 

health
 

problems.
 

Factors
 

such
 

as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aid
 

after
 

World
 

War
 

II,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to
 

the
 

field
 

of
 

nutrition
 

and
 

agriculture,
 

the
 

convergence
 

of
 

agricultural
 

genetically
 

modifi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MRD)
 

institutions
 

and
 

contemporary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coverage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by
 

the
 

agenda
 

guiding
 

AGMR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technological
 

trend
 

that
 

AGM
 

organisms
 

intervene
 

in
 

global
 

health
 

issues
 

by
 

following
 

this
 

knowledge
 

framework.
 

However,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knowledge
 

framework
 

alienate
 

it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from
 

the
 

existing
 

order
 

and
 

real
 

needs
 

of
 

the
 

living
 

world.
 

Therefor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depends
 

on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framework
 

itself
 

and
 

the
 

"global
 

science"
 

on
 

which
 

it
 

is
 

ro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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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研发技术的日益丰富,农业转基因(转
基因的绿色技术分支)具备了复合性状,也由此

负载了更多准药用和药用成分。基于这种研发

趋势,农业转基因研发者和推广者认为,这类产

品可有效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但现实证明,实践

效果与理想存在差距。农业转基因所试图参与

的全球卫生治理,其知识论奠基于西方殖民医

学,因此当代的全球卫生治理与殖民医学在知

识和方法论上存在连续性和相似性。加上农业

转基因研发者和推广者与全球卫生治理初创者

在角色和组织模式上的趋同,使得与农业转基

因相关的全球卫生治理遵循着殖民医学及其延

续所塑造的作为遗产的知识和方法论。本文根

据历史发展进程依次论述:殖民医学及其延续

性实践留下的知识论遗产;农业转基因进入全

球卫生治理的历史背景;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

卫生治理所折射出的这一遗产的内在局限性等

内容。农业转基因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疏离生

活世界中的既存秩序和真实需求,反映出自身

与生活世界的抵牾,这种抵牾既源于殖民医学

及其遗产所筑建的知识架构本身的缺陷,更肇

因于这一架构根植于的“全球科学”实践模式。

  一、殖民医学与当代全球卫生治理的兴起

和发展

  殖民医学是发达国家在殖民过程中创制的

集合了医学技术、规范、卫生治理理念与方法的

综合体。殖民史虽然已终结,但殖民医学的方

法、理念、规范、框架仍影响着公共卫生实践,如
殖民医学中对他者的“弱者想象”成为了全球卫

生治理的实践基础和修辞动力;殖民医学中对

常见疾病的消灭和预防使全球卫生治理重视利

用“适度技术”进行疾病干预;殖民医学及其延

续利用“成本-效益原则”核算卫生干预的成

效,推动着现代循证公共卫生对伤残调整寿命

年等健康经济学核算工具的征用;等等。
殖民医学的目的是控制和预防疾病,以确

保在留住殖民者的同时确保原住民的健康和殖

民地的生产力。为实现此目标,殖民医学从最

初的疾病勘察模式演化为疾病干预和控制模

式[1](P101),并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群体。关注

总体性的群体意味着抛却对群体内部异质性的

考量。干预的必要性和确保生产力使殖民医学

以及殖民医学在当代的延续体———全球卫生治

理,均涉及对地点的选择,即需要对哪些国家和

地区进行干预是存在政治性考虑的。
殖民医学时期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洛克菲

勒基金会(简称“洛基会”)长期关注传染病的控

制和消灭,它曾研发出黄热病疫苗,并在20世纪

20年代用蛔虫药成功控制了十二指肠虫病,又
于1938年击退了入侵巴西的冈比亚按蚊[2](P461)。
洛基会主要选择亚非和拉美地区的殖民地,也就

是在洛基会有战略性利益的地区进行投资。健

康、生产力、疾病控制,这些关注点促使殖民医学

优先选择自上而下的“垂直干预”项目,如针对多

种疾病或疫情的“根除运动”。
根除模式在当时是通过有意忽视疾病的社

会根源,并将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卫生基础设

施建设放在次要位置,实现了在短期内应对黄

热病、疟疾等热带疾病[3]。垂直、自上而下、根
除的理念在二战后得到了巩固。二战后兴起的

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也延续了这些

在他们看来“已被历史证明为有效的”范式开展

全球卫生治理。
通过运用源自殖民医学的知识架构不断应

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世卫组织逐渐确立起自

身的领导地位。如1947年,面对埃及霍乱,世
卫组织阻止埃及邻国进行的不必要的检疫,还
提供了补液治疗、环境卫生保障、疫苗接种等服

务。早期,世卫组织规划的项目大多是为了集

中解决单一问题,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免疫

接种,尤其是针对儿童天花、麻疹和脊髓灰质炎

的疫苗,以及通过杀虫剂的大规模喷洒、清洁水

运动、物理隔离对结核病、疟疾、麻风病等进行

预防、治疗和根除。
这些任务的阶段性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利用

单一实体性要素(如疫苗、补液剂)进行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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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和“银盘思路”[4]。“银盘思路”认为,只要

有强有力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依赖军事化的指

令结构,以技术为中心,通过低成本投入便可以

消除大部分疾病。立足于根除方法、实体性要

素和“银盘思路”的做法,世卫组织最终有效控

制了雅司病,并成功剿灭麦地那龙线虫病(1986
年)、脊髓灰质炎(1988年),忽视与其他健康项

目进行融合和协调的殖民医学范式及其现代变

体最终被视为可以所向披靡[5]。
但也是因为殖民医学范式及其现代变体,以

及对技术性方案的过度迷恋,世卫组织在剿灭疟

疾中遭遇了失败[3]。疟疾是一种深嵌于社会情

境中的疾病,农耕模式、灌溉设施的使用、劳动力

分布和人口迁移特点等,决定了疟疾的消除不可

能仅仅依赖于技术性手段。世卫组织在应对疟

疾的溃败中感受到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基础设施

建设和初级卫生保健投入的重要性[6]。
于是,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开始

尝试开辟全球卫生治理的新途径。1978年,两
个机构召开了阿拉木图初级卫生保健国际会

议,会议共识浓缩在《阿拉木图宣言》(简称《宣
言》)中。《宣言》的重要主题之一是:适当的技

术———运用于资源匮乏环境的公共卫生和医学

工具应当是适当的[7](P88)。适当主要指技术对

农村人口的可及性。另一主题是发展综合性初

级卫生保健———社区内人口能普遍获得的基本

卫生保健。但在后来的实践中,选择性初级卫

生保健(有选择地将关联性不强的卫生干预措

施打包)代替了综合性初级卫生保健,目的是绕

开卫生和疾病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聚焦于

成本 低 廉、短 期 内 易 于 监 测 的 指 标 和 结

果[8](P73)。这一做法推动了垂直干预在卫生领

域的再次流行。
典型的选择性初级卫生保健是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于1982年发起的GOBI-FFF项目,该项

目把相关性不强但符合一定标准的若干措施集

结在一起。这些措施包括:对早期营养不良儿

童进行监测(G);在治疗腹泻时使用口服水疗

法(O);倡导母乳喂养(B);用疫苗接种的方式

预防6种主要疾病(I);使用食品补充剂(F);有
计划的生育(F);让女性接受教育(F)[7](P88-89)

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选择这几项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认为在促进儿童发育方面,这些措施具

有显著的成本-效益优势。

GOBI-FFF项目为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方

法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深远影响。首先,项目

设计者也曾考虑过其他干预项目,如控制疟疾、
防控轮状病毒、干预维生素D缺乏症等,但设计

者最终认为GOBI-FFF项目最有可能在个体、
家庭和社区层面带来直观的、容易感受到的死

亡率下降的感受。这使得对短期可见性效果的

渴求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风格和旨趣。然而,

GOBI-FFF项目无法迫使现有卫生系统改革,
因为GOBI-FFF项目实现目标的前提是———不

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优化初级卫生保健

的供给机制[7](P88-89)。

GOBI-FFF项目最终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推

广了口服补液疗法和营养补充剂。口服补液是

联合国机构通过成本低、效益高的纵向项目进行

结果导向援助的一个早期成功案例。但结果导

向会使纵向项目占主导,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

横向方法[8](P116)。而成本-效益原则本身也存在

争议: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是以占有稀缺资源

为前提来实现结果的最大化。这一前提有时会

强化已经存在的不平等。成本-效益原则还因

为“以市场逻辑为中心的赋值”,容易让人误判什

么是技术的“适当性”:人们往往根据功利主义立

场判定适当性,而忽视了每一种被称为成本的事

物都暗含有对特定价值的偏好[9]。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影响日渐广

泛,最终渗透至全球卫生治理,卫生治理活动逐

渐转向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于是,在全球

卫生治理中,成本-效益核算、公共开支、通货

膨胀等经济知识就被赋予了优先性,被用作标

准来评估哪里出了问题、哪里需要改变。相应

地,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科学等能够反映

生活世界既存秩序的知识就被边缘化了。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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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采取的新自由主义,促使世界银行

《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推出了伤

残调整寿命年(DALYs),它把过早死亡和健康

生命年损失相结合来衡量疾病造成的寿命损

失,这是个有争议的标准。伤残调整寿命年是

一种价值观依赖的、权宜性的核算方法,该方法

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是:为多数人提供微小的收

益要比为少数人提供大的收益要好[10]。此外,

DALYs还把人类应对疾病的能力排除掉了,这
就改变了“疾病负担”这一概念的内涵。

盖茨基金会这类非国家行为体也在为殖民

医学及其延续注入新治理范式。基金会的资助

范围包括卫生保健、清洁水、卫生设施和农业发

展等,对创新型技术方案尤其偏好,如支持营养

强化作物[8](P141)。历史上,盖茨基金会通过控

制科研经费,把研究引向其偏爱的方向:追求技

术的奇异性、构建强调进度和结果的激励体系、
严格的绩效考核、组织大量短期和可测量的活

动、设计过量的指标,这些做法降低了其他卫生

治理主体研究和实践的独立性[1](P52)。因基金

会的资金实力和影响力,它会扭曲世卫组织等

正式机构的议程[8](P104)。盖茨基金会这些提供

卫生服务的富裕者们并不对政府、法定机构负

责,也不与之合作,这不仅带来效果问题、重复

问题和问责问题[11],而且更加使得基金会根据

自身兴趣施行资助的纵向项目盛行。
殖民医学以及二战之后延续殖民医学范式

进行的卫生实践,在半个世纪之前就为当下全

球卫生治理景观创造了权威、定下了基调[12]。
总结起来,殖民医学及其之后的卫生实践,锻造

了一种作为殖民医学遗产的知识架构,即:有关

全球卫生治理的垂直、自上而下和根除思路;对
狭义结果评价的偏好;对单一要素的强调;对进

度的迷恋及这种迷恋带来的结果主义导向;对
可视化、可量化目标的偏好;坚信技术之于治理

的充分性;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卫生治

理方案的情境无涉性;将疾病视为无需社会回

应的自然实体;认为被治理对象只是治理方案

的被动接受者[13];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全球卫生

治理。

  二、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历史

背景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农业转基因是一种旨

在缓解人类营养或医学症状的转基因产品。农

业转基因进入全球卫生治理既有自身原因,也
有历史推动的原因。本体性因素包括:农业转

基因满足了当代全球卫生治理对治理工具的几

大要求,即易于带来即刻戏剧性效果;便于垂直

干预;负载单一性状从而便于进行成本-效益

核算;技术的适度性(对农村人口的可及性);能
够服从于技术干预;干预进度的可视性;以农产

品为载体可实现广泛的传播;类似于口服补液

和营养辅助品;价值观无涉;聚焦于群体。而历

史因素涉及:二战后农业援助的兴起;评估农业

转基因研发的标准、农业转基因研发议程(如千

年发展目标、哥本哈根共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的“食物、健康、照料”框架、探索大挑战)与全球

卫生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存在共同点,从而使得

作物研发和卫生治理在实践动机、实践效果评

价和实践目标上产生交集;农业转基因研发和

推广者与殖民医学及其延续在实践主体上的重

合和组织结构上的趋同。
(一)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与二战后

农业援助的兴起

1949年,杜鲁门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

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增加“第四点计划”:“大胆启

动新规划,将科学和工业进步带到落后地区,帮
助它们发展。”[2](P462)“第四点计划”的性质是,
让美国专家将技术和知识传授给不发达地区,
使后者形成发展的能力。美国尤其重视三个领

域的技术援助,其中两个为:以粮食为主的农业

发展及公共健康和卫生。“第四点计划”提出

时,二战后的和平建设时代拉开序幕,彼时,发
展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课题。美国不希

望这些国家被纳入他们所反对的共产主义阵

营,而是能被纳入美国所构建的世界秩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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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国政府准许非政府组织作为执行“第四点

计划”的重要主体。
“第四点计划”的推行地点主要是邻近共产

主义国家的亚非拉地区,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考

虑,而非出于真实的发展需要。美国政府选择

被援助地区的具体原则有:有重要的外交意义、
援助规模较小、被援助国同意合作、对技术援助

有一定需求、有必要的技术使用能力[14]。“第
四点计划”提出后,美国政府动员联合国、世界

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洛基会、福特基金会等非

政府组织一同行动。洛基会在殖民医学时期长

期与亚非拉地区打交道,拥有丰富经验,积累了

技术和知识,被美国政府委以重任。这意味着

在殖民医学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非政府组织

开始更深入地向农业援助和农业-医学结合的

领域挺进。
(二)殖民医学和二战后援助性农业:实践

主体的同一

洛基会在20世纪30年代便根据科学慈善

的理念,在第三世界开展殖民医学实践的同时

进行农业援助,首要目的是推广美国商业化农

业,其次才是出于利他动机。洛基会出于政治

和经济考虑,即为了以更加温和与人道的方式

控制拉美,进而维护自身在墨西哥的经济和石

油利益,将墨西哥选为新型农业技术试验地。
“第四点计划”问世后,洛基会加强了对于墨西

哥的小麦育种研究,牵头成立了墨西哥国际玉

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以“绿色革命”为
历史背景,为墨西哥提供高产小麦以缓解饥荒

的同时,通过在哥伦比亚、印度等国建立育种合

作计划,将育种科学带入国际领域。
墨西哥农业项目成功后,包括洛基会在内

的国际性组织开始信奉“神奇的种子”观,将优

质种子视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在洛基会看来,
农业发展援助归因于食物问题,该问题又可以

被进一步回溯至“农业产量”这一可被独立出来

的议题,而农业高产可通过基因修饰实现。这

种还原论思维客观上导向了对“卓越(excel-
lence)上游研究”(基因修饰技术在彼时属于卓

越技术)和“技术优先论”的倚重[15](P17)。洛基

会为延续在拉美的成功,继续在菲律宾成立了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IRRI的核心却未言

明的宗旨:一是将农业研发和推广中的等级结

构延续下去;二是将实验室的同一成果推广到

所有农耕环境。为实现这两点,IRRI在成立后

不久便开始有意识地将基因改良作为首要研发

手段。
最开始,IRRI的研究是家族式研究(family

 

research)。家族意指:在IRRI水稻研发中,菲
律宾的研究者甚至农民都会参与种子培育,并
与西方背景的研究者保持密切沟通。家族式研

究是自下而上的、回应情境和农民需求的、能够

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中心化和等级化的,
而不是国际化网络、更注重实验室的。但后来

IRRI逐渐抛弃家族研究,一是希望作物研发简

单高效,这时通常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加入稳定

表达的性状;二是IRRI的研发人员以及其背后

的洛基会、福特基金会等,希望研究回到自上而

下的模式,以维持研发者权威和技术的奇异性。
这一转变造成研究活动对还原论和单一要素的

强调:只有在这种视角中,IRRI营养强化作物

的优越性论证才能成为可能,这时,被强化的营

养素是一种作物优势,该营养素对应的生理症

状的缓解是作物的社会医学功能。
从IRRI时期起,概念验证(proof

 

of
 

con-
cept)开始逐渐占据主导,概念验证是用教科书

式的、理论的、基于思维的,而非立足实际情境

的方式来验证种子的功效。在概念验证中,种
子“神奇”与否只需关注被强化的营养素,即单

一要素本身的生化功效如何。IRRI围绕大米

的分子生物学育种为农业转基因起到了示范作

用:如何将实验室研究的成果成功应用于多个

地点,而不考虑地理差异和政治环境,仅仅凭借

生化、基因特点就确保效用[15](P18)。
(三)从IRRI到CGIAR:管道模型、简单高

效的技术育种、想象救助对象、生物强化理念、
量化评估等在农业育种领域的巩固

CIMMYT和IRRI的工作使得洛基会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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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基金会、世界粮农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下定决心在1971年组建国际农业研

究机构网络(CGIAR),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区域

农业生产。CGIAR比IRRI更强调回到上游研

究,追求卓越的上游研究将转基因技术视为关

键手段[15](P25),因为当时的CGIAR认为,开发

具有技术奇 异 性 的 研 究 可 以 增 加 机 构 影 响

力[15](P131)。上游研究强化了CGIAR的“管道创

新模型”:从前,农民是育种下游阶段适应性研

究的合作者,现在成为了技术和种子类产品的

“用户”。
鉴于加碘盐和维生素A补充剂等“基于要

素”的卫生类垂直项目的成功,国际营养议程将

注意力转向微量营养素的供给[15](P38)。20世纪

90年代,世界银行根据“全球疾病负担”将发展

中国家营养不良确认为风险因子,并开始用

DALYs评价微量元素补给带来的健康收益。
于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营养投资被列入优先

项,到世纪之交,营养投资和干预开始负载一系

列可度量的目标,以匹配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15](P32-33)。千年发展目标要求用量化的、可视

化的方法度量所有任务的完成度,其下8个子

目标中,一半目标的达成需要依靠农业提供充

足的营养。2005年,千年发展计划由于在中期

审核时感到失望,国际性机构决定考虑通过农

业-营养-健康模型,而非原来的工业补充剂

-营养-健康模型来促进健康。CGIAR有联

系农业-营养-健康的历史经验,一些有食品

价格分析背景的经济学家来到CGIAR位于世

界各地的育种中心,成功劝服他们根据成本-
效益原则研究在植物育种中添加营养性状的可

行性[15](P38)。
对于CGIAR,生物强化研究还涉及对“用

户”的概念化,CGIAR把试图干预的对象统称

为“穷 人”。事 实 上,需 求 群 体 内 部 存 在 差

异[15](P131)。CGIAR在不细分目标群体的同时,
延续了IRRI的两种做法:一是不对生物强化产

品进行人体效能研究,即不去确定农产品发挥

预设功效的程度,主要是为了吸引投资者(效果

不理想的产品将失去吸引力)[15](P54);二是在现

实中根据非医学标准有选择性的强化特定营养

素。尽管缺铁和缺碘问题突出,但维生素A依

然比铁、碘受到了更多关注,因为补充铁碘难以

带来短期的、可视的成果,不便于监控,且铁和

碘的摄入和生物利用受多种因素影响,削弱了

用单一指标衡量的可能性[15](P71)。
(四)从CGIAR到 HarvestPlus:农业转基

因通过“概念验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银盘

思路”的再现

2000年,世界粮农组织提出“充足食物的

权利”,为营养获取加入了人权视角。这与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食物、健康、照料”框架的旨趣相

近。之后,国际性组织的注意力和资源分配依

循“目标导向”思路,希望营养供体能通过一种

规模效应,而不是基于特定地方的可引发食品

体系持久变化的方案[15](P37),来快速达成缓解

营养不良的目标。基于这一背景,CGIAR开始

有意识地巩固农业转基因作为新型营养供体的

角色。

CGIAR在2001年发起“挑战项目”,挑战

之意在于,项目有时间限制、受独立监管,且有

巨大影响力、指向CGIAR研究目标的、需要基

于广泛的合作关系来推广研究成果[15](P95)。一

共有10个挑战项目,其中之一是“利用农业技

术增进穷人健康:生物强化作物抗击微量元素

缺乏”。这不仅意味着CGIAR进入了人类健康

这一他们不擅长的领域,也意味着CGIAR开始

回应把健康视为发展工具的全球发展议程。世

界银行等机构和新自由主义理念,将经济学意

义上可测量的单元向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嵌

入,进一步促使CGIAR使用可被独立和重复的

目标来度量研发成果的效用[15](P133)。
生物强化早年的做法是使作物适应土壤,

如培育富铁作物来适应缺铁土壤,适应性研究

涉及很多变量,且需要自下而上的研发思路。

CGIAR则认为,农业转基因能消除由基因-环

境交互以及收获后损失带来的不确定性,育种

便有了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在将生物强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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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于农业转基因后,CGIAR便可以将生物强

化构建为自上而下、包含有中心指令的农业转

基因研发项目。这类项目耗资巨大,而“挑战项

目”的赞助者也更愿意赞助单笔金额大的纵向

项目,以提高自身影响力。纵向项目的盛行致

使农业-营养联姻的横向项目难觅踪影。

2004年,CGIAR的生物强化研究更名为

HarvestPlus,Plus有跨学科之意。跨学科的表

述能调动大规模的资本提供者对研发的投资,
而跨学科的协作使研发呈现专家网络主导的局

面,专家网络对以往家族研究网络的彻底替代,
重现了殖民医学和全球卫生治理时代的“银盘

思路”:在孤立复杂的现实因素的前提下,投资

于上游活动,可以通过简单因果通路和垂直项

目的设计,依靠指令性系统,以及下游可量化结

果,产生最大化的成果[15](P130)。CGIAR跨学科

性质和专家网络的形成带来的另三个影响是:
促成了公私合作(技术精英和资本提供者均可

能加入网络);压缩了技术选择的讨论空间;地
方行动者被边缘化[15](P126)。最终,生物强化研

究使通过农业实现健康的方式围绕通用性、中
心化、还原论的原则达成了共识。

(五)HarvestPlus:农业转基因进入全球卫

生治理的直接动力

盖茨基金会成为了 HarvestPlus最大的赞

助人[15](P39)。该基金会在20世纪末成立时,所
受到的支持来自两个先锋型NGO,这两个机构

横跨医学和农业。而盖茨基金会也跨界于健康

治理和新型农业,施加相似的治理模式于两个

领域。盖茨基金会决定赞助 HarvestPlus,既是

作为投资策略的一部分,以分散投资风险,也是

出于对技术性方案的坚信,“我们一直以来的目

标是 应 用 科 学 和 技 术 来 解 决 ‘穷 人’的 难

题”[15](P102)。此外,洛基会秉持策略性慈善的原

则,注重以低成本来提供公共品,以获得影响

力,因而也邀请慈善家投资 HarvestPlus。

HarvestPlus中心化的设计压缩了关于技

术选择的讨论空间。对于该项目的恰当性,长
期以来存在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最有效

的营养问题干预方案是完善种植系统和保证饮

食多样化。HarvestPlus项目实施者不认同这

一“短期内看不见成果、成果难以量化”的思路。
而对于“营养补充剂和强化食品也可以缓解营

养素缺乏”的看法,HarvestPlus认为这两种方

法需要安全稳定的食物传输系统、适当的社

会架构和持续的资金支持,只有生物强化作

物这种独立于社会因素、基于要素的方法是可

行的[16]。

HarvestPlus还最终巩固了成本-效益原

则和DALYs在农业-营养联姻领域的地位。
专家组全部为经济学家的“哥本哈根共识”对世

界发展涉及的重大问题(大多为医学和营养问

题)进行经济学排序,越靠前的问题越在投资上

具有成本-效益优势。2004年“哥本哈根共

识”把为营养匮乏者提供营养素排在第二位;

2008年,“哥本哈根共识”将通过营养素强化解

决营养不良(主要是维生素A和锌)排在首位,
投资的收益程度用DALYs来表示[15](P131)。

HarvestPlus在任务上呼应于“哥本哈根共

识”,HarvestPlus主席 Howarth
 

Bouis是擅长

食品价格分析的经济学家,他推动了该项目将

所有研究成果的评价限制在经济学范畴内。

HarvestPlus根据世卫组织的 CHOICE(即选

择最具有成本-效益优势的干预措施)理念,以
及“如果挽回一个伤残调整寿命年的费用低于

当年该国国民人均收入,这种干预措施就是十

分经济有效的”这一标准,运用DALYs研究不

同作物、不同营养成分在改善隐性饥饿和营养

不良上的表现。

HarvestPlus还呈现为“围绕一个想法的联

盟”[15](P127),即 HarvestPlus并不是根据真实世

界评估农业转基因可能发挥的功效。从研发起

点看,HarvestPlus清楚知道达到营养目标很

难,因此常常借助概念验证,而概念验证只是表

示制造技术的可能性。富铁大米便是概念验证

的产物。概念验证将事物内部的规范性、政治

性和社会性问题翻译成实证科学问题[15](P136)。
从研发终点看,HarvestPlus的目标远离研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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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针对的是想象中的人群。HarvestPlus研发

的农业转基因有两个目标:从长期来看的成本

-效益优势以及对农村人口的可及性。对群体

的指向性使得 HarvestPlus关注统计学意义上

的人口,追求的是遥远而模糊的目标。Har-
vestPlus缺乏经验性评估,惯于对远方人口进

行抽象,如 HarvestPlus最大赞助者盖茨基金

会就将农业转基因救助的对象统称为“穷人”。

  三、“殖民医学及其遗产”与“IRRI到 Har-
vestPlus时期”对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

理方式的影响

  从IRRI到 HarvestPlus时期,殖民医学和

当代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诸种范式影响了作为

“营养-健康-农业”新型联合体的农业转基

因,这些范式塑造出了几种研究机制:研发网络

替代家族研究客观上对指令系统和垂直干预提

出要求;对干预对象的想象和建构;追求技术本

身的卓越性;征用成本-效益原则和 DALYs
进行效用评价;概念验证的盛行;策略性慈善背

景下卫生治理实践者向自身利益倾斜以及这种

倾斜造成的对被治理者真实需求的漠视;对其

他卫生干预方法的拒斥。这些方面共同导致农

业转基因的应用往往疏离生活世界既存事实、
秩序和习惯。21世纪以来,若干种农业转基因

在不同程度上展示出以上研究机制及其内在局

限性。
(一)维A补充剂和黄金大米:想象的患者

和缺少经验性调查的成本-效益分析

长期以来,印度被发达国家和国际性组织

认定其维生素A匮乏问题突出,儿童群体尤其

严重。于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定期向印度分发维生

素A补充剂。2001年,印度阿萨姆地区约30
名儿童以建议剂量服用补充剂一段时间后死

亡。后来对死因的判断是:这些儿童摄入了过

量的维生素 A。根据1999年印度医学研究会

调查数据,在被西方世界认定存在临床意义上

患维生素A缺乏症的阿萨姆地区儿童中,仅有

0.3%有毕脱斑(bitot
 

spot,眼睑处白色三角形

斑,是表明缺乏维生素 A的症状之一)。而在

流行病学中,0.5%是判定人群具有临床意义的

维生素 A缺乏症的分界线。组织和实施这一

高剂量维生素 A补充项目的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和阿萨姆当地政府受到指控,两者在缺乏流

行病学调查和证据时,贸然将维生素A补充量

由原来的每剂2毫升提高到每剂5毫升,导致

了过量维生素A摄入及其引发的毒性效应[16]。
这一事件肇因于源自殖民医学时期的对弱者的

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在当代全球卫生治理中的

变体:“想 象 和 建 构 的 风 险 人 群(population-
risk)”。

黄金大米是可以合成维生素A前体物质β
胡萝卜素的农业转基因,它承担维生素A补充

剂的使命,是现代卫生治理所强调的口服补液

在农业产品上的翻版,但黄金大米在印度的推

广绕开了阿萨姆儿童死亡事件的双重警示:刻
板而顽固的对弱者的想象和设定,以及贸然的

技术介入。在黄金大米推广中,为论证其优越

性,研发者根据20多年前国际调查结果“6个

月至5岁儿童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群体”这
一对被救助者的设定,进行了事前成本-效益

分析,结论是:黄金大米在印度市场化后,每年

可带来的健康改善值在0.001
 

6万到8
 

800万

美元之间,研发投资回报率在66%到133%之

间,收益将显著大于成本[17],2002-2012年在

印度推迟十年使用导致142.4万伤残调整寿命

年的损失[18]。
(二)加纳转基因豇豆:卓越科学、管道模型

与策略性慈善对农民需求的否定

豇豆是低成本优质蛋白质来源,有近2亿

非洲人以豇豆为主食。但豇豆仍是一种仅限于

被当地人种植和使用的孤儿作物,商业公司并

不重视豇豆。豇豆长期受“豆野螟”这种害虫的

攻击,致使西非豇豆的总产量每年损失20%到

80%。为“保障非洲农民蛋白质摄入”的营养目

标,澳大利亚科研机构运用自称“唯一可能抗击

豆野螟”的技术方式,即利用转基因技术使豇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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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毒性蛋白,并制定审批和监管内容[19]。
抗豆野螟豇豆引入非洲,更深层的背景与

洛基会的新型慈善理念有关。洛基会知道,生
物技术公司不愿意出钱将基因修饰技术应用于

豇豆等农民自种自吃的孤儿作物,因为难以盈

利。于是洛基会建议生物技术公司将相关转基

因性状捐赠给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再由这些

机构开发对应于孤儿作物的转基因种子[20]。
洛基会还动员美国国际开发署、英国援助(UK

 

Aid)这样的大型机构、各类生物技术公司、美国

高校等,以集结更大力量来推进转基因技术和

产品在全球范围的应用。之于加纳转基因抗豆

野螟豇豆,它利用的原始基因cry1AB来自孟

山都公司。该公司认为,捐赠cry1AB的使用

权能帮助公司挽回点声誉,且不会造成太大经

济损失,因为非洲不像亚洲和拉丁美洲那样有

较大的转基因市场。
在抗豆野螟豇豆项目开展过程中,到访过

加纳的研究者、商人、官员都承诺农民生活将因

新技术产品的到来而改善,源自对技术研发管

道模型的信赖和对真实需求的漠视,他们都没

有再回来过。事实上,加纳一些农民在这种新

豇豆来到之前,已经开始通过间作豇豆控制虫

害,效果较好[20]。转基因技术并非是治理豆野

螟的唯一方法。从保证产量的角度,即使在豆

野螟存在的情况下,加纳豇豆也足以喂饱全国

人口。加纳农民最关心的其实是“收割后的损

失”。他们认为,这一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提高

的那部分产量不仅没有意义,还会造成豇豆价

格下跌,最后烂在地里。加纳农民的首要需求

是:能有更多资金来建造存储设施,对种子和农

机设备进行补贴,创造新的豇豆加工方式以扩

大销路、创造更多附加值[20]。
(三)乌干达转基因香蕉:“概念验证”的幽

灵和非国家治理主体的技术偏好

东非高地蕉是乌干达人的重要主食,但它

几乎不含维生素 A等营养素。昆士兰科技大

学农业技术专家研发出含有维生素A的“金色

香蕉”。盖茨基金会为该研究提供了近1
 

000

万美元的资助。盖茨基金会于2003年启动了

总额达1亿美元的“全球健康探索大挑战”项
目,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并资助创造性的研究计

划,目的是探索具有技术奇异性的方案,以应对

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健康问题。该项目中第9单

元是“农业与卫生治理的结合”:在主食中增添

经过系统优化的、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营养素。
乌干达含维生素A东非高地蕉是入选项目。

但种植这种转基因高地蕉要求农民施更多

肥料,并维持一定的播种间距,因为新品种对养

分和光照要求很高。然而,种植高地蕉的大多

是贫农,他们买不起更多化肥,拥有的土地也很

有限。鉴于此,乌干达一些贫农便不选择转基

因香蕉,继续种植传统香蕉[20]。非国家卫生治

理主体虽有良好初衷,但他们陷入了倒置的境

况:首先根据“概念验证”的逻辑设定某种理想

技术品类,并基于高度理想化和简化的管道模

型,认为技术的奇异性与技术在现实中的效能

之间存在必然的演绎关系。盖茨基金会从21
世纪初开始,多次凭借自身技术和资金优势,利
用农业转基因广泛介入全球卫生治理,强化了

对技术性方案的偏好和“银盘思路”,使农业转

基因介入的社会痼疾以特定的问题化方式被凝

视、呈现和剖析。

  四、结语

全球卫生治理作为医学实践,它所依赖的

医学范式承袭的是西方殖民医学及其延续。而

殖民医学及其延续内在的局限性,造成了农业

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实践时,治理实效与

治理初衷的背离。这些局限性涉及:一是强调

纵向的垂直干预,这带来了家族式研究的盛行,
能够联合异质性力量的横向项目被边缘化,以
及卫生实践主体对生活世界的失察,最终造成

农业转基因在进入地方情境时的突兀甚至无

效。二是通过概念验证的方式过度凸显单一要

素的功能,这不仅引发了通过农业转基因进行

全球卫生治理时对技术奇异性的追求,更使得

全球卫生治理实践偏离了对健康状况背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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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的审查。三是对成本-效益原则以及对

伤残调整寿命年等具有学术争议概念的过度推

崇,带来了评估“实质善”时的思维陷阱。四是

对短期的、可视的、可量化目标的重视,使得全

球卫生治理实践被囿于工具理性框架中,而忽

视了对影响健康状况关键变量的考察。五是选

择性初级卫生保健盛行后对相关性不强的一揽

子计划的倚重,使卫生实践的审慎性和协调性

不足,往往以低成本为标准,抓取一些操作性强

的干预手段。基因编辑技术的兴起让单碱基和

基因组编辑成为可能,生物反应器的问世又让

农业与医学的深度融合成为发展趋势,农业转

基因将超越单一营养素的供给,更广泛地介入

全球卫生治理。在尊重并认同作为智识努力的

农业转基因的基础上,需要反思与超越农业转

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时所根植的知识框架。
而这一框架在根本上是20世纪全球科学的产

物。全球科学是形成、编撰于西方世界语境的

知识和方法论体系,该体系始终坚持并实践一

种统一的、单一的科学理性。全球科学在现代

呈现为与权力相对应的干预世界的实践形式。
对全球科学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在倡导去殖民

化的科学和认识论,提升科学实践的开放性和

民主程度,推动技术研发对生活世界的倾听和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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